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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览会通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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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博览会通史要真正体现“通”的特点,首先必须仔细梳理海内外学术界有关博览

会史研究的各种取径与方法,同时依据中国语境与中国史事做出自己的判断,探索真正适合中国

博览会史实情的研究路径。其次,需从“内史”与“外史”两方面来综合观照。博览会之“内史”,即
中国近现代博览会自身演变、发展的历程及特点;博览会之“外史”,即博览会与中国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各方面的互动关系。博览会的史实与故事应建构于内、外两条线索的交织与互动之

中。再次,若要读出博览会史表象背后的意蕴及事件底下的历史潜流,就必须循着一定的历史中

心线索或人类共同关心的主题,进行深度发掘,形成相应的问题意识,包括全球化、本土化、现代

化三条主要发展线索,以及相应的“世界”意识、“民族国家”意识和“发展”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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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在从事近代商会研究的同时,我们(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部分学

者)开始切入与近代商会密切相关的博览会史研究。最近六、七年,我们又集中时间和精力,撰写了一部作

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最终成果的《中国近现代博览会通史》①。这里,我想主要从可能的取径、该书的

架构以及如何将博览会史研究引向深入,真正做到使通史能够体现“通”的特点等方面,略作论述。

一、取径:借镜与参考

历史上的博览会犹如一个万花筒,既是经贸之会,又是庆典之会、展示之会、建筑之会、物质之会、技术

之会、人文之会、艺术之会,甚至娱乐之会。那么,在这五色迷离、千头万绪的历史迷宫之中,博览会通史研

究究竟应从何措手呢? 台湾学者吕绍理通过梳理欧美学者对博览会史的研究,曾经归纳出五种具有代表

性的研究取径。
第一种取径是从制度、社会与经济的角度探讨博览会演进的历史,通过史实重建以分析其所蕴涵的历

史意义。他以保罗·格林霍尔(PaulGreenhalgh)所著之《白驹过隙》(EphemeralVistas)②为例,说明著者

从1851年水晶宫博览会开幕式所宣示的四种目标:增进商贸以促进自由贸易、追求和平、展示国力与展示

工业技术,作为考察往后百年间各国博览会性质的基本框架。同时,又从组织和营运特性角度出发,归纳

出个别单位或企业独资或合资、政府独资、彩票收入及场券收入等四种经营博览会的模式,其经济效益有

很大的差异。博览会上的国力展示目标又与文化建构和国家(帝国)认同密切相关,而其所凭借的,乃是殖

民地与人种展示的手段。博览会也凸显了欧洲各国性别、阶级权力的变迁。
第二种取径是从“行动者”(anctor)的角度检视博览会,将博览会活动的参与者分为策展者、被展者与

①

②

本文系《中国近现代博览会通史》(马敏主编,三卷本,待出版)的导论(有删节)。
参见PaulGreenhalgh,EphemeralVistas:TheExpositionsUniverselles,GreatExhibitionsandWorld’sFairs,

1851—1939,Manchester: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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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如罗伯特·瑞德(RobertW.Rydell)主张博览会是19世纪中产阶级所建立的一套价值观与文化

霸权的展现,欲借由博览会传递并动员群众接受,进而参与现代国家的建构工程;观众角度的研究则强调

尽管博览会的策展者有其价值灌输的文化霸权意图,但观众却未必驯服于此种价值观,他们往往有着自己

的不同理解①;而由被展者角度看,他们往往并非完全被动地“被展”,有时反而化被动为主动,如雷斯特·
摩西(LesterG.Moses)研究美国印第安人在博览会中的角色时所揭示的,印第安人借由被展示的机会,
企图改变整体社会对其负面形象的认知。行动者的研究取径提醒我们在捕捉博览会的性质时,必须同时

注意策展人、被展者与观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及意义建构②。
第三种取径将博览会视作意涵极为丰富的象征符号场域,透过博览会的表达与再现,捕捉社会秩序与

文化价值的基本原则与形貌,探测社会对于新秩序与新价值的想象。例如人类学者伯顿·班纳迪克

(BurtonBenedic)以欧洲传统市集通常都在某些宗教节庆开市,用以说明博览会具有与宗教相衔接的传

统,博览会会场乃人为建构的宇宙世界,与宗教分享了相似的意义符号系统。此外,沃伦·苏士曼

(WarrenSusman)和卡罗·邓肯(CarolDuncan)都以维克多·特纳(VictorTurner)有关“通过仪式”(rite
ofpassage)中的“识阙性”(liminaliti)概念探讨了博览会中“展示”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意涵。苏士曼则进一

步指出博览会有如“通过仪式”,引领美国人跨越现代性的门槛,进入讴歌消费主义的美丽新世界。
第四种取径深受福柯(MichelFoucault)的影响,将博览会的展示活动视为近代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的施展,受规训约制者处在可见的位置,而拥有权力者则隐身幕后,窥伺着那些展示的人与物。福

柯挖掘出的博览展示所隐含的复杂权力关系,进一步刺激了博览会所具有的殖民知识建构与帝国—殖民控

制与文化霸权等多方面的讨论。如帕特里夏·墨顿(PatriciaA.Morton)指出,1931年巴黎殖民地博览会会

场建筑,乃是帝国—殖民秩序在视觉上的展演,此一秩序乃文明—野蛮、进步—落后之文化论述实体化的表

征③。博览会所勾勒的帝国秩序蓝图不仅在会场中表露,而且具有更为复杂的帝国与殖民的互动关系。
第五种取径则将博览会视为“现代性”(modernity)的庞大表征。现代性所具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所有的面相,无一不可以在博览会中找到蛛丝马迹。万国博览会尽管具有追求“世界和平”的目标,但从

各主办国到会场内各国专属馆,其表面的目的在塑造国家形象,而其内里则是主权彰显与争取认同。博览

会场中更是工业文明展示其强大生产力的橱窗,因此将它视为展示现代性的橱窗,或不为过。这在加拿大

学者凯斯·沃尔登(KeithWalden)有关多伦多博览会与城市发展关系的著作中有着十分清晰的论述④。
吕绍理在总结以上五种取径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他自己所倾向的取径:一是博览会的“空间特性”。博

览会是在既有空间中“嵌入”一种活动“场域”的手法,这种嵌入的过程,“既是在既有的实体空间中创造可

以观览的空间,也是在时间的流变中,切割出一段时程,让人得以进入此一场域里观看”。二是博览会所指

涉的“社会—文化对象”特性。“社会—文化对象”既涉及博览会场中策展者、参展者与观众三种不同行动

者对于会场空间特性的建构与认识的互动关系,也涉及博览会欲建构表达的文化象征和社会秩序与既存

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除延续前人所强调的“权力—秩序”取径外,他更加侧重强调空间与游戏、娱乐及消

费之间的关联:“博览会不仅只具有理性与知识教化的功能,更染上极为鲜明的大众娱乐与消费的色彩,展
示殖民地的人事物正是欧美博览会娱乐消费的重要素材,如何理解理性空间秩序下有如嘉年华狂欢迷乱

无秩序的娱乐性质,以及殖民地和这些大众消费娱乐的关系,实为本书所欲强化的面向之一。”⑤

关于欧美学者对博览会史研究的取径,除吕绍理上述介绍外,还可适当加以补充。如加拿大学者凯

斯·沃尔登(KeithWalden)有关博览会与城市现代性的互动取径,具体而言,是从秩序、自信、展示、认同、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RobertW.Rydell,AlltheWorld’saFair:VisionsofEmpireatAmericanInternationalExpositions,
1876—1916,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4,pp.2-8.

参见RobertW.Rydell,JohnE.FindlingandKimberlyD.Pelle,FairAmerica:World’sFairsintheUnited
States,Washington:SmithsonianInstitutionPress,2000,p.6.

参见PatriciaA.Morton,HybridModernities:ArchitectureandRepresentationatthe1931ColonialExposition,Paris,
Cambridge: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Press,2000.

参见 Keith Walden,Becoming Modernin Toronto:TheIndustrialExhibitionandtheShapingofaLate
VictorianCulture,Toronto:UniversityofTorontoPress,1997.

吕绍理:《展示台湾:权力、空间与殖民统治的形象表述》,台北:麦田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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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娱乐、狂欢等维度,全面考察工业博览会在型塑多伦多城市文化上所发挥的作用①,并由此得出结

论:工业博览会的举办有助于改变城市居民的认识,塑造深受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发展、消费主义影响

的新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进而影响到近代多伦多的城市文化意识②。又如,英国学者莫瑞斯·若齐

(MauriceRoche)曾从“宏大事件与现代性”的视角,考察世博会与奥林匹克运动等作为“宏大事件”,如何

推动了现代化历史发展,亦颇具启发性。他认为,世界博览会之所以能够强化人类社会的“现代性”,是因

其所具有的“创制性”(production)特征,包括:权势社会精英在“创制”博览会本身时所形成的巨大社会组

织网络;“帝国”意识形态通过博览会所展开的建构和“再建构”;消费观念的创造,尤其是与之相关的大众

旅游和大众消费所带来的社会效应;其独一无二的文化外观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分化与社会竞争。总之,博
览会协助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国际化或民族化的公共文化(publicculture),并使之成为推动全球范围内国

际化、现代化进程的动力之一③。对于这类将博览会置于宏大历史社会背景之下来考察的取径,美国博览

会史专家詹姆斯·吉尔伯特(JamesGilbert)曾归纳为:“世博会之所以吸引历史学家的关注,在于借此可

以加深我们对19世纪以来那些席卷世界的广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变迁的理解。”④其实,除对宏大主题

的切入外,欧美学者的博览会史研究取径有的也十分具体和独特,如博览会与技术转移、博览会与文学和

建筑学、博览会与音乐、博览会与绘画、博览会与宗教、博览会与中国等⑤。
日本博览会史研究者似更趋向于博览会史的实证性研究,但在扎实的实证研究中亦不乏理论的探究。

吉田邦光主要从技术史路径来理解博览会的历史,其观点延续了福泽谕吉将博览会视为“智力交易”的看

法,指出博览会展示体系对于推动明治时期“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等主要价值的传递具有

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的近代化⑥。受福柯的影响,吉见俊哉突破技术史、建筑史和

艺术史的思路,着重捕捉聚集于博览会的人们所拥有的“社会性体验”的历史。在他看来,博览会所欲展示

的“世界图像”,乃是帝国主义、消费社会与大众娱乐三个要素的结合⑦。近些年来,更有日本学者将“空间

理论”引入博览会史研究,通过博览会中的建筑空间、展示空间和政治空间作为空间形成的三个维度,展示

博览会所隐含的政治和社会权力关系。如吉见俊哉以都市空间为基础,揭示了博览会在空间意识和发展

民众权利方面的作用,在更深层次上探讨了博览会的意义⑧。日本博览会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则是京都大学

佐野真由子等倡导的“在人类史的整体框架下研究世博史”,将世博会作为一个面向广阔世界和全体人类的

重要窗口,从中发现“人”的历史,并更进一步,在此基础上提出“世博学”这一全新概念,极大地拓展了博览会

史研究的视野,为这方面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展现了更为丰富的多样性和更加广阔的研究前景⑨。
以上研究取径不无启示意义,但作为中国博览会通史性著作,在借鉴上述研究取径的同时,还必须依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 Keith Walden,Becoming Modernin Toronto:TheIndustrialExhibitionandtheShapingofaLate
VictorianCulture,pp.30-31.

参见 Keith Walden,Becoming Modernin Toronto:TheIndustrialExhibitionandtheShapingofaLate
VictorianCulture,“Preface”,p.xi.

参见 MauriceRoche,Mega-Eventsand Modernity:OlympicsandExposintheGrowthof GlobalCulture,
London:Routledge,2000,p.42.

RobertW.RydellandNancyE.Gwinn,eds.,FairRepresentation:World’sFairsandtheModern World,
Amsterdam:VUUniversityPress,1994,p.4.

参见 RobertFox,“ThomasEdison’sParisian Campaign:IncandescentLightingandthe Hidden Faceof
Technology,”Annalsof Science,vol.53,no.2,1996,pp.157-193;Philippe Hamon,Expositions:Literatureand
ArchitectureinNineteenth-CenturyFrance,KatiaSainson-FrankandLisaMaguire,trans.,BerkeleyandLosAngeles:
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3;GeoffreyCantor,ReligionandtheGreatExhibitionof 1851,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2011;BarbaraVennman,“Dragons,Dummies,andRoyals:ChinaatAmericanWorld’sFairs,1876—
1904,”GatewayHeritage—TheMagazineoftheMissouriHistoricalSociety,1966.

参见吉田邦光:《技术文明史上的万国博览会》,东京:日本放送协会,1970年。
参见吉见俊哉:《博览会的政治学》,苏硕斌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
参见殷仪、王梅:《近代日本博览会研究综述与展望》,《品味·经典》2022年第2期。
日本这一新兴的学派,将自己的“世博学”主张概括为:1.打破以国家为基础研究世博会的框架,着眼于与之相关的

“人”的一切;2.提倡注重各国之间的比较和联动,从支撑世博会本身的国际制度方面来重新审视世博史;3.以通史性观点,重
新审视世博会的发展路径;4.研究人员不再局限于狭义的研究者,也包括来自博览会的官民实务家和图书资料人员。在此意
义上,“世博学”并不是指一种特殊的学术方法,而是指以世博会为研究对象而开展的一种大规模的、跨学科的人类学研究。参
见日本世博学研究会官方网站https://cp.educ.kyoto-u.ac.jp/ex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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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语境与中国史事作出自己的判断,探索真正符合中国博览会史实情的研究路径。

二、架构:内史与外史

为了将通史写通,在结构上,《中国近现代博览会通史》主要循两条路径来架构全书:一是博览会之“内
史”,即中国近现代博览会自身演变、发展的历程及特点;一是博览会之“外史”,即博览会与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各方面的互动关系。借用米契尔(TimothyMitchell)的话语,博览会“内史”关涉的是作为“虚拟实境”的
博览会本体,而博览会“外史”涉及的则是所欲映射的“实体社会”,博览会应是实体社会的“缩影”,实体社会

的存在则往往“宛若博览会”①。内与外、虚与实,一部完整的博览会史缺一不可。至于博览会的发展线索,
实应为“内史”与“外史”两条线索之相互交织,并非只有一条单一的线索。全部博览会的史实与故事应建

构于内、外两条线之交叉点上,方能呈现其真实的特质,或者说,使其最终具有学术性“论述”的价值与

意义。
在“内史”意义上,每一个大的时段(晚清、民国、新中国)都应包含博览会的全部要素或完整链条:会

场、展馆、展品、陈列、观摩、研究、审查、评奖、推广,等等。其中,会场与展馆扮演的是“博览空间”角色,系
“聚物之所”、“纳物之器”与“汇众之地”,成为汇聚物流与人流的巨大平台。而在这个舞台上表演的关键角

色则是展出品,只有琳琅满目的展品才是博览会的实质之“物”:“赛会之建筑,特别之建筑也,集天下之财

力、物品于一场。”②展品始终是博览会聚焦的中心,是展会的灵魂,能否收集、展陈大量好的展品,则是衡

量一届博览会是否举办成功的关键所在。而在展品陈列背后,则是一套特定的分类体系。科学分类是近

代博物学的基础,只有通过系统的归纳与分类,我们对万物的认识才能由繁而简,由粗而细,逐渐变得清晰

化和条理化,从而把握万物的特质。每一种分类体系都同一定的价值观念和知识结构体系相关联。展什

么? 不展什么? 何为优良展品? 何为次等展品? 什么展品可以获奖? 观众从展出中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教

化? 这一切的背后都有既定的价值评判标准和看不见的“权力结构”③。比如,19世纪以降的博览会始终

强调的一个核心评价标准,便是“新颖”,博览会上所展示的物件,必须是当时最新的发明或创造,或者是足

以引发观者好奇心的物件。博览会上,从自然“物品”到“出品”(展品),再到获奖品的演化,正是通过人为

的分类、组合与评鉴来实现的,基于科学认知基础上的分类在博览会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不言而喻。就此

而言,研究博览会的“内史”,核心是要研究展品分类的标准,以及在分类基础上的展品搜集、陈列、研究、评
奖过程。但这些又都是人为的过程,都包含“人”的因素,因此,更进一步,则是要研究展品背后的“人”:策
展者与观展者。诚如福泽谕吉所言,博览会展示具有“教化”的功用。那么,谁教化谁? 谁有权力教化? 被

教化者的态度究竟起何作用? 这一系列问题,便构成博览会“内史”所研究的另一层重要面相。
值得注意的是,博览会“内史”所关涉的一系列要素和关系构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时段,有其

不同的特征,而决定这些不同特征的,恰好是一时代的不同社会结构与时代风气。观察博览会与不同社

会、不同时代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探索既存社会秩序和社会文化是如何投射到博览会之中,反过来,博览

会进程又如何作用于既存社会秩序和社会文化,则构成博览会“外史”研究的对象。“内史”与“外史”的相

互结合和相互映射,构成博览会史研究的多层次、多侧面特征,需要我们在一般个案所构成的实证性、过程

性研究之外,拓宽研究视野,虚实结合,对之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立体式的观察。这些可能的观察视角至

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文明史视角。博览会是研究人类文明进化史的最佳视角之一,是人类文明进化的“标记”,在文明演化

史研究中具有“指标性”意义。形形色色的博览会与中国近代物质文化变迁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它
们构成人们近距离观察百年间中国人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发展演变的最佳窗口,同时,又是汇聚、传播物

质进步相关知识的巨大平台,以实物和工艺的尺子丈量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艰难步履。因此,博览会史研

究应同近现代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密切结合,使人们从中获知大量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丰富细节。
科技史视角。科技是文明的核心,是文明进步的火车头与发动机,人类前进的步伐离不开科学技术的

①

②

③

参见TimothyMitchell,ColonisingEgypt,Berkel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1.
南洋劝业会事务所编纂科编:《观会指南》,1910年,第106页。
马敏:《博览会与近代中国物质文化变迁———以南洋劝业会、西湖博览会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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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和引领,文明的进步集中体现为科技的进步。一部博览会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近现代人类科技进步史,
无论是参与世界博览会,还是自办国内博览会,其中所包含的科技展示与科技知识传播,都是十分值得重

视和深入展开研究的。从近代博览会上物品展览及展陈方式的变化,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中国传统知

识体系如何与西方传入的近代科学知识体系相接触、融合与转化;带有很大局限性的“地方知识”如何融入

“全国知识”甚至“世界知识”;中国近代科学知识和认知体系的基本框架到底如何整合并最终形成。
政治史视角。以科技发明与产品展示为主要特征的博览会,看似与政治、外交无涉,但实则有莫大的

关系,甚至形成一种颇为独特的“博览会的政治学”。世界博览会在近代则被称之“万国博览会”,其中“国”
之含义,即强调这类展会系为国家所策划或支持,具有国家的背景或直接代表着国家利益,既是“国”与
“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同时又暗含了“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竞争和外交上的折冲樽俎。显然,博览会为研

究当时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与外交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形象的视角。从国内举办的博览会中,我们也可观

察到地方政治是如何渗透到博览会举办过程之中,地方政治结构又是如何体现于博览会组织结构之中。

1909年武汉劝业奖进会的举办,显然系张之洞晚清湖北新政的政治遗产;1910年南洋劝业会的举办,同清

末以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端方为首的两江政治集团密切相关;而1929年西湖博览会的召开,则同国民党

党国元老张静江的政治影响密不可分,同时显示了江浙财团势力的崛起。这说明,在一个以“人治”为特征的

政治结构中,举办博览会,起决定作用的往往不是经济或社会的因素,而是政治因素或政治上的考虑,即时常

取决于个别封疆大吏的开明程度,因而,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人存政立,人亡政息”的现象非常之突出。
观念史视角。博览会上所进行的整体性文明交流,不仅使参会者眼界大开,而且使其观念随之而变,

见识因之而长,有着“寓教于观”的教化功用。在近代中国,正是以参与世博会或自办博览会为契机,相当

一批人的观念开始发生某种变异,或强化了某些原有的变异,进而萌生出学习西方、追赶西方的强烈危机

意识与使命意识,这是近代先进中国人世界观念的一大变迁。除此之外,经济竞争的意识、科技创新的意

识、市场观念和振兴工商实业的观念,在参与世博会和自办博览会的过程中也获得谐应的发展。较之于博

览会的经济效益,这种内在价值观念的变异似更为根本和长远,同时也为我们研究近现代思想观念的演化

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与途径。
城市史视角。博览会对近现代城市的形成和城市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大型

展示或庆典活动,博览会的召开通常伴随大规模的场地和展览馆修建工程,同时对城市交通及各项市政设

施建设也提出很高的要求,这一切都有力地刺激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博览会作为新型城市空间,其功效不

仅在于会场本身的巨大容纳性,而且还带动了城市空间的扩张,塑造了城市新面貌。譬如,南洋劝业会的

宗旨之一,便是“建造南京市面”,这一目的,经过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西湖博览会因依托西湖

布局,对杭州城市建设整体带动效应有限,但对西湖风景区和周边地区的设施建设却具有极大促进作用,
推动了民国时期杭州旅游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当代中国,博览会在城市建筑史上所留下的遗迹,仍依稀可

寻。如武汉、天津等地的“劝业场”,大多即为当年曾举办劝业会、工商展览会的场所,今仍冠其旧名。显

然,将博览会对城市面貌的影响引入城市史研究,无疑可以大大丰富城市史研究的内容。
经济史视角。博览会虽不以近期经济效益为目的,更注重于长远经济与社会效益,但其商业性和经营

性特征仍然是十分明显的。一届博览会能否举办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办者是否经营得当。一般而

言,博览会的资金来源有四个方面:政府出资、民间投资、彩票和博览会自身收入。除政府直接投资兴建场

馆、交通设施外,其他几个财源的筹资办法包括发放债券、彩票、股票、商业性广告、场地出租、门票、印发纪

念性金银币、邮票、礼品出售等。这些筹资手段均带有商业运作性质,博览会的经济效益如何与这些商业

性运作手段成功与否关系甚大。此外,博览会上的展品虽不是商品,不以销售为目的,但却指望通过展陈

而获得巨大的广告效应,取得远期经济效益。博览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广告场和商品展销地。一些传

统名牌产品往往通过广告效应和获颁奖牌等,巩固了原来的领先地位;而过去一些名不见经传的精良产

品,通过评奖宣传,往往声名鹊起,销路日广。正因为如此,博览会不仅有其政治学意涵,也理应有其经济

学意涵,值得从经济史角度深入研究。
艺术史视角。博览会与艺术关系密切,无论是国际博览会,还是国内展览会,艺术均是重要的展览内

容。所以说,历届博览会以其美轮美奂的展出品,打造了一座令人目不暇接的近现代艺术史长廊,内中蕴

藏着无限丰富的艺术精品矿藏,十分值得开掘和研究。1851年首届伦敦世博会中国展区所展出的主要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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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丝绸、瓷器、宫灯、花伞、绘画等传统手工艺品。1915年旧金山巴拿马世博会上,中国著名刺绣大师沈寿

女士的作品《耶稣像》大放异彩,被评为一等大奖;中国古画织锦《宫妃夜游图》曾荣获1926年费城世博会

金奖;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上,来自中国湖南的大幅湘绣《罗斯福总统》像不仅获得金奖,而且以中国代表

团的名义赠送给罗斯福总统。从艺术史视角来看,博览会上中外艺术品的比较、艺术与时代的关系、艺术

与国家形象等,均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生活史视角。博览会虽是以“物”的展陈为主,以展品为中心,但最终活跃其间的毕竟还是“人”(包括

策展者和参观者),是人的生活的展示,是人所制造和主导的舞台。人们衣食住行的展示和对生活品质的

追求,自然成为博览会最为常见的主题。博览会同时还是大众娱乐与大众消费的发酵地。大众娱乐与大

众消费始终与各类博览会如影随形,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元素,也是博览会能够长盛不衰,吸引

广大民众参与其中的重要原因。博览会上的大众教化,虽然主要是通过观览即“寓教于观”来实现的,但同

时也包括“寓教于乐”,即“游戏之教”。“观”与“玩”、“乐”与“教”在博览会上往往融为一体,形成强烈的感

官与心智两方面的刺激,从而达到教化的目的。学界过去比较侧重于对博览会传播科技文化功能的研究,
而相对忽略了对博览会娱乐文化功能的研究。如何结合人类的“游戏本能”来研究博览会的自身特点及对

大众的吸引力,不失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以上所列,不过是博览会史研究可能涉及的多棱视角中的一部分而已,若进一步拓宽视野,想必可以

切入的学术视角还有许多。仅此已可看出,博览会史尽管只是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小小的侧面和

窗口,但深入进去,里面却是一个无比丰富的世界。在此意义上,似又可以认为:“世界宛如博览会。”我们

理应通过研究博览会历史进而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史和文化史,从社会史、文化史脉络中反过来观

察、评析博览会自身的历史演变,从博览会的小舞台和小世界进入社会的大舞台和大世界。即应当思考如

何跳出博览会史本身,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视角来研究博览会。

三、探讨:问题意识与中心线索

博览会史所涉及的历史内容十分宽广,既有若干历史的横截面,也是一个连绵的历史纵向发展过程,
从多维的视野对之进行面的拓宽、切入,还是远远不够的,若要对之进行深度发掘,读出其表象背后的意蕴

及事件底下的历史潜流,就必须循着一定的历史中心线索或人类共同关心的主题,对之进行深度发掘,形
成相应的问题意识,展开学术层面的“对话”,在对“问题”的求解中深化我们对博览会历史的理性认知,最
终得出一系列具有启示意义的合乎实情的结论。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学术研究的常规路径和欲达到之目

的。围绕博览会历史及背景,笔者认为,至少有下述近现代历史中的共同“主题”或“中心线索”、“问题意

识”是需要重点加以关注的。
其一,全球化视野下的“世界”意识。
最近二十多年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空前加快,全球化成为一股不可遏制的浪潮,全球化理

论也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种强势话语。一些学者主要从经济上来定义全球化,认为全球

化主要是一种经济现象,是指各国市场或地区性市场的一体化。但另一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则更

倾向于将全球化视作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的进程,“即一个由诸多过程构成的巨大而多面的复合

体,牵涉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主要特征是空间与时间(概念)的转变,是一种“对远方的效应”,表现

为“距离的消失”或“疆界毁坏”,民族国家、文化的界线越来越无法限制人员、信息、技术、资金乃至文化观

念的全球性流动①。
显然,无论从前一种比较狭隘的定义或后一种比较宽泛的定义来看,博览会尤其是大规模的世博会无

疑是观察全球化进程及其复杂面相的一个极佳的视点,在博览会与全球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世

博会正是早期全球化的产物。
尽管早期全球化进程最早可追溯到15至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但其加速推进的时期,却正好是国际

博览会所诞生的19世纪中叶。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成功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殖民扩张,
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全球交往空前增加,东西方之间的距离不断缩短。工业化大生产和正在形

① 参见吴梓明等:《边际的共融:全球地域化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基督教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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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世界市场,“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

都受到另一国发生的事情的影响”①。正是在这一广阔的历史大背景下,在早期全球化加速推进的关键时

期,将世界各国聚在一起、在特定时空集中展示全球人类文明精华的全球性国际博览会———世博会应运而

生,反过来又推进了正在发生的全球化进程,并成为早期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之所以当时能迅速掀起

全世界范围的“赛会热”,并形成“无年不会,无国不会”的局面,与全球化进程在背后的推动不无关系,博览会

正好提供了一个可供人们直观感受世界一体化的大舞台,并可由此观察早期全球化的推进态势及呈现方式。
全球化进程的实质是时空的压缩以及经济、文化意义上新时空观的产生。随着经济的一体化和通讯、

交通工具技术的日新月异,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一种新的“世界”观随之产生:世界变

得越来越小,各国变得越来越近,人们越来越像居住在一个“地球村”。一如弗里德曼对全球化的定义:“全
球化不只是一种现象,也不只是一种短暂的趋势。它是一种取代冷战体系的国际体系。全球化是资本、技
术和信息超越国界的结合,这种结合创造了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村。”
“如果第一次全球化将一个‘大’世界缩小到一个‘中等’世界,此次全球化就是将一个‘中等’世界缩小成一

个‘小’世界了。”②而世博会恰好就是一个缩微的世界,是“地球村”最早的呈现方式。世博会的早期名称为

“万国博览会”,即旨在强调参与国别之多,已俨然自成一“小世界”。1878年巴黎世博会就曾专门兴建了一条

“万国街”,把各国的建筑集中在一起展示。从“万国街”到“地球村”应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置身宏

大的博览会场景之中的人们,显然最能切身感受到“盖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③的道理。所谓“地球合

一之天下”,实际上也就是当时中国士人对“全球化”、“地球村”早期的朦胧表述,十分值得玩味④。
全球化进程同时也是一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全球性交往和全球性流动的过程,国家与地区间的“疆界”

被突破了,“商品、钱、人、图像、技术、知识和思想等各种客体和主体,在全球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速

度流动。这些流动构成了全新的、‘多文化的文化’(acultureofcultures)或‘多网络的网络’(anetworkof
networks)”⑤。博览会正是为文明与文化在全球的流动提供了天然的理想场所,这里所流动、交换的,不
仅仅是商品、技术与金钱,更是思想、文化与观念,是整体性的人类文明交流,其规模性与直观性都是前所

未有的。有些世博会参观者动辄几十万、几百万或上千万,其间的大规模人际交流达到惊人的程度,其产

生的文化传播效应也是无法估量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往往认为“一日观会,胜于十年就学”⑥。
全球化进程直接促进了各国之间的国际联系和全球性交往,世博会更成为各种国际性会议和国际性

组织层出不穷的场所。1867年巴黎世博会陈列了各国的度量衡和货币,这一陈列导致了对国际度量衡标

准的关注,其结果是国际度量标准局于1875年在巴黎成立。这届世博会还直接促成了“万国邮政联盟”的
创立。1878年巴黎世博会批准召开了38个国际大会。1893年与芝加哥世博会相关的国际会议有55个

之多⑦。1889年的巴黎世博会不仅诞生了著名的埃菲尔铁塔,而且在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两次讨论社会问

题的国际会议,会上通过的一项决议确定每年的5月1日为国际劳动节。1928年由法国发起,根据外交

公约,设立了国际展览局(BIE)这一国际公约性组织,专门负责协调和管理世博会的举办,总部设于巴黎。

BIE的章程为《国际展览公约》,于1928年11月22日由31个国家和政府代表在巴黎签署。国际展览局

的设立和《国际展览公约》的签订,进一步加强了博览会事业的全球化和更为广泛的国际合作。
落实到中国,从早期全球化视野看,近代中国参与国际博览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不断走向世界、

融入全球的过程,是中国近代“世界”意识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的发展过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1页。
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赵绍棣、黄其祥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

“内容提要”,第9页。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见《洋务运动》(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514页。
1889年至1894年间曾代表清政府出使欧洲的薛福成也在其日记中记道:“数十年来,通商之局大开,地球万国不啻并

为一家。”(《薛福成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12页)这里的“地球万国”、“并为一家”,似乎也同样是对“全球
化”和“地球村”趋势早期朦胧的认识。

吴梓明等:《边际的共融:全球地域化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基督教史研究》,第4页。
《南洋劝业会记事第二》,《东方杂志》1909年第4期。
参见 MarcelGalopin:《二十世纪世界博览会与国际展览局》,钱培鑫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

“导言”,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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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周知,中国长期的传统是只有“天下”的意识,并无所谓“世界”意识。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中国

即世界,世界即中国,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中国的疆域是由广袤无垠的“天下”构成的。“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最能代表古代中国人对天下、世界的看法。直到明清时期,随着利玛窦

等西方传教士来华,将“五大洲”和“万国”等概念介绍到中国,中国士人才有了初步的“世界”意识,知道“中
国”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未知的世界。然而对“六合”之外的世界究竟如何,大多数人仍处于零散模糊、穿凿

比附的朦胧状态,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中国人对世界面貌的真正把握和“万国”意识的确立,是在19世纪

60年代后开展洋务运动、派遣驻外使节、出洋留学和出洋赴赛等一系列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
正是出国参与“万国博览会”的经历,使多元化、竞争化的国际社会观念首次大规模普及于中国士商之

中。置身国际博览会的人们最能生动而具体地感受到“盖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中国只不过是地

球万国之中的一国。而博览会分国、分区展陈各国出品的独特形式,又有助于人们正确分辨和确定本土文

化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位置和角色。在现有国际秩序中,中国不过是国际大家庭中的普通成员之一,尤其

令人沮丧的是,原先以为“天下独尊”的“天朝”并没有受到国际社会太多的重视,由于自身的落后,反而常

常被摆在不起眼的次要地位,那种“华夷等级秩序”的陈腐国际观念不攻自破。显然,“世界意识”不仅仅是

一种地理意识,更是一种国际秩序意识,代表着一种基于早期全球化的、全新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正

如有的研究者所说,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过程,就是一个使自己从“天下”转变为“万国”的过程。“世界”
意识的建立,“是中华民族走向近代化的一切工作的起点,是一项极为艰难的思想启蒙”①。

近代以来,通过参与和举办国际博览会而得以增强的“世界”意识,体现着近现代中国国际参与程度的

不断加深,在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的同时,“世界主义”的思想也在同时发展。或许“世界主义”②在很长时间

里都不是中国近现代思想的主流,但其存在,却使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能在民族主义的滚滚洪流中始终保持

“睁眼看世界”的眼光和清醒,能够从全球的方位去认识自己国家的文化,从全球的背景来考察和看待本民

族的地位,力争以平等地位参与世界共同体,从域外文化中汲取有用的营养,始终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

世界,自觉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这从近代以来康有为、孙中山所曾经主张的世界大同思想,共产

党人所倡导的国际主义,以及当代中国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中,似乎都可发现其一脉相承的思想渊

源。另外,从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办时所倡导的全球性城市开放、发展意识,以及最近中国举办前所未有

的国际进口博览会时那种“广招天下客”的“买天下”精神中,也可以观察到这种“世界”意识或积极的“世界

主义”的最新发展。
其二,本土化视野下的“民族国家”意识。
面对近代早期的全球化潮流,每个民族和国家因发展阶段和文化结构的不同,其因应方式也千差万

别,因而全球化下的“本土化”乃是不可避免的。全球化浪潮裹挟下的“本土化”趋势,深刻影响着博览会的

历史进程。从历届国际博览会既有统一主题和风格,又有各国根据自身文化传统设馆展出个性十足的区

域文化的方式,最能够集中观察到全球化进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整合与碎裂、一体化

与分裂化、集中化与分散化、国际化和本土化同时并存,矛盾统一,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格局,并非一个一元

化、直线式的进程。换言之,客观上存在“全球地域化”(glocalization)和“地域全球化”(lobalization)两种

“相互贯穿”的现象与过程③,地方性与本土性并未在全球化中被完全淹没和异化,而是将全球化的共性与

地方化的特性加以融通,使族群文化和地方性知识获得全球化的普遍意义。
如果说,全球化的兴起强化了基于近代地理知识的“世界”意识和各种类型的“世界主义”,内在的本土

①

②

③

邹振环:《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刊刻与明清士人的“世界意识”》,见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
心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4页。

近代以来通常有两种趋向的“世界主义”思潮,一种是强权国家所持有的在不平等条件下要别的民族放弃主权的
“世界主义”;另一种则是希望各国在尊重主权前提下平等以待的积极的“世界主义”。这里所指的显然是后者而非前者。

罗兰·罗伯森试图提出“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的观点,以求超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
在二者的统一中寻找使全球性与地域性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和方式,既批评为了本土化而本土化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同时亦
批评了西方中心论的普遍主义,从而消除将全球性和地方性(或普遍性与特殊性)作为文化的两极而产生的对立,使它们作
为一种“互相贯穿”的原则而存在。这些便是“全球地域化”和“地域全球化”这一对概念最基本的内涵。参见罗兰·罗伯
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对其内容的阐释,则可参见吴梓明等:《边
际的共容:全球地域化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基督教研究》,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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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趋势则催生或增强了各国“民族国家”意识的崛起,并最终导致民族主义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空前兴

盛。博览会尤其是世博会的兴起与发展,同时见证了世界范围内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兴起与发展过程。
欧洲近代工业化国家是近代民族国家意识和近代民族主义的策源地。如果说工业化进程是世博会兴

起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那么,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正好构成了世博会兴起的政治制度基础。在政治

与社会意义上,19世纪的世博会正是在英、法、德、奥等资本主义国家完成民族统一,建成民族国家,进而

谋求世界市场和殖民霸权这一广阔的背景下产生的。声势浩大的世界博览会某种意义上成为欧洲列强展

示其新一轮殖民野心的大舞台。“帝国的角逐”与殖民地展示,很长时间都是各种国际博览会最为热衷和

时髦的主题。一如首届伦敦世博会上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对大不列颠殖民帝国强盛国势的无比自豪感:“多
么浩大、多么辉煌、多么震撼人心!”①从伦敦世博会开始,几乎每届博览会上都有来自殖民地的展览。而

世界上第一个以殖民地为展览主题的国际博览会则是1883年荷兰阿姆斯特丹“殖民地与技术产品世界博

览会”。英国于1886年组织了“殖民地和印度世界博览会”以及1911年“帝国的节日”博览会。法国在

1889年巴黎世博会上筹办了来自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殖民展览。作为后起的工业强国,美国也不甘落

后,1901年布法罗泛美博览会上布置了来自古巴、波多黎各、阿拉斯加、夏威夷和菲律宾的殖民地原始风

貌展。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重点展出了博览会历史上最大的殖民地风俗村———菲律宾保留村②。
与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反,对亚洲和拉美不发达国家而言,参与博览会的过程,却正是它们从农

业国向工业国过渡,近代民族国家意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民族国家形象不断“被塑制”的过程,同时也是

被殖民地化或面临殖民危险的过程。在这些不发达国家中,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摆脱被殖民命运的抗争往

往同时并存。其中,日本成功地利用国内和国际博览会逐渐塑造出其现代民族国家的形象,不仅成功摆脱

了被殖民的命运,而且成为东亚新兴殖民帝国,开始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如1905年比利时黎业斯赛会中

国官员的观察:“日本以东陲远国亦复驾轻就熟,无异欧西。”③

然而,对当时还处于封闭落后的中国而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塑却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痛苦的过程,
始终在为摆脱半殖民地命运而不懈奋斗。反映在博览会的国家形象上,即经历了由外强中干的“大清国”
向内乱不已的“民国”,继而向朝气蓬勃的“新中国”的连续不断的转型。

清末,在鸦片战争后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刺激下,中国开启了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民族“救亡”逐渐

成为朝野的共识。在各种国内和国际性博览会中,“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兴起变得越来越清晰。作为

民族共同体的“国”及连带的国家形象问题,越来越引起时人的关注,与“国”字相关联的“国体”、“国格”、“国
脉”、“国耻”、“国辱”、“国亭”、“国民”等成为报道博览会的关键词,时常见诸报端,并引发热烈的讨论,这充分

反映了传统的“王朝”观念正日益被新兴的“国家”观念、“民族”观念所取代,而背后折射的则是中国近代民族

国家意识的崛起④。以“民族建国”和“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民族主义”一词,最早由梁启超提出,他认为,
“民族主义者,当今世界上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我们要抵挡‘民族帝国主义’的侵入力量,自己也就必

须形成民族主义”。1903年左右,《浙江潮》刊出《民族主义论》,讲得更为清楚:“今日者是民族主义发达之

时代也,而中国首当其冲……对外而有界,对内而有群,以全力冲突于九死一生与腥风血雨之中。”⑤

初期的民族国家意识及其背后的民族主义思潮影响及于博览会事业,便是在参与世博会过程中,人们

对中国作为平等的民族国家所应享有的地位和权利格外关注,博览会上“中国为球面大国,会场应与诸大

邦并列”⑥;“生等留学异邦,系心祖国,凡可取法,莫不揣摩……(博览会)则内可以培国民植产之精神,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阿尔弗雷德·海勒:《文明的进程:世博会的发展与思考》,吴惠族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年,
第4页。

参见周秀琴、李近明编著:《文明的辉煌———走进世界博览会历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年,第19-20页。
《光绪乙巳(三十一)年交涉要览》(卷三)《赛会门》,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北:台湾文海出

版社,1976年,第900-901页。
关于从清王朝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更为深入的讨论,可参见周锡瑞(JosephW.Esherick)的英文论文《清朝如

何变成“中国”》(HowtheQingBecameChina),见周锡瑞等主编:《从王朝到民族:近代世界形成的历史透视》(JosephW.
Esherick,HasanKayaliandEricVanYoung,eds.,EmpiretoNation:HistoricalPerspectivesontheMakingofthe
ModernWorld,Lanham:Rowman&LittlefieldPublishingGroup,Inc.,2006)。

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1903年第1期,第2页。
《出使比国杨兆鋆奏报赴会日期暨会场大略情形折片》,《申报》1905年8月7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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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动世界各国之视听”①。这种民族国家观念又因中国在与日本的竞争中居于落后地位而倍增焦虑之

感:“日本工商业之进步,至此已有凌驾欧美,俨然执东方牛耳之势,返观吾国,则又瞠乎后矣。……吾愿吾

国自此以后,相率踵行,勿让岛国国民专美于前。”②从国内举办的博览会,如1910年南洋劝业会中,也可

以观察到明显的近代民族国家意识。恰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某种意义上,南洋劝业会可被视为“官方

有意识地创造的一个公共空间,这个空间试图容纳存在着灭种危机的所有中国人,包括汉人,也包括东三

省的满人,这是已经超越了‘同乡’‘宗教’所形成的新的共同体,这是国民(nation)的概念初始形态”。博

览会正好扮演了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成长的“有形空间”③。
如果说,清末时期“国民”、“民族”的内涵还比较模糊,“民族”与“国家”的统合尚未完成,满汉矛盾还比

较尖锐,民族国家的构建尚未完成,那么进入民国后,经过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过渡,由多民族构

成的“中华民族”的概念日益清晰,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地位逐步彰显,将博览会与民族国家塑造结合起来

的意图也更加明显。博览会上,各种产品、商品被形象化为“外货”(“洋货”)与“国货”两种类型,外货被抵

制,国货被倡用,以提倡国货为目的的国货展览会多不胜数,形成空前的热潮。正如一位美国学者的观察,
“在20世纪前三十年时间内,一个由陈列馆、展览会、广告、商店和交易所组成的民族化产品的展览综合体

逐渐形成,并构成了国货运动的制度核心”,这种综合体“使得商品展览会转化为能够执行国货运动民族主

义消费目标的活动———也就是说,给商品赋予了民族性,因此建立起劝说甚至强迫中国人进行民族主义消

费的基础”④。国货展览会终成为民族主义的视觉形象,民族商品与民族国家达于高度的结合。而1949
年以后中国所举办的一系列展览会或出国参加各种国际博览会,其主旨都更明确为塑造新的统一民族国

家———“新中国”的形象。
时至今日,即使人类社会已进入高度全球化时代,起源于近代的民族国家体系却并未终结,这从世博会

仍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展示单位,各国仍竭力塑造自身独特形象的展览格局中可以看出。对绝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而言,国家并未真正“过度强大”,无论是国家建构还是民族建构都远未终结,它们必须在全球化浪潮中

调整自己,适应新的环境,谋求新的发展之道,以不同的方式实现自己国家的民族复兴。而积极参与世博会

一类历史渊源深厚的国际化进程,在全球性交流与合作中展示自我,塑制新我,则不失为积极的策略之一。
其三,现代化视野下的“发展”意识。
现代化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解释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尽管有诸多争议,但通

常认为,现代化理论从社会结构、功能方面,比较有力同时也比较系统地揭示了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

长时段的社会变迁的内在规律性,有助于人们理解工业革命所催生的一系列彼此关联的社会现象。而自

现代化视野观察,博览会尤其是世博会与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以扩大

贸易和工业品市场为目的博览会本身就是早期现代化的产物,反之,博览会一经产生,又进一步极大地推

动了各国扩大贸易、跨国合作交流,从而带动整个世界科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重塑世界的面貌。
近代中国,博览会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更是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中国早期现代化(或称近代化)起

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是早期现代化过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各类博览会“既集中体现了中国近代

文明所具有的水准,同时也暴露了它自身存在的严重弊端和不足。通过赛会形式而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和

文化交流,对中国近代化有着弥足珍贵的影响,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步幅”⑤。而诸如南洋劝业会、西湖博

览会等全国性博览会,则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水平的重要觇标,是“中国近代化行程的一个里程碑”。
现代化的核心内涵是“发展”,即谋求人类社会全方位的进步,既包括物质、经济方面的进步,也包括社

会文化和观念的进步。因此,研究博览会与现代化的关系,最为核心的是要观察博览会如何促进了人类社

会的“发展”和“进步”意识。对“发展”和“进步”的追求,贯穿了中国近现代博览会进程的始终,构成其中一

①

②

③

④

⑤

《留学日本高等商业学校谈荔生等上本部书(为条陈慎选出品赴日本万国博览会事)》,《商务官报》(戊申第二册)
1908年3月7日。

朱肇飏:《论各国赛会之种类及沿革》,《商务官报》(庚戌第三册)1910年4月4日。
徐苏斌、青木信夫:《南洋劝业会与近代城市空间的创出》,见张复合主编:《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六),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50页。
葛凯(KarlGerth):《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黄振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6页。
马敏:《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品赛会活动述评》,《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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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连续性的重要线索。
在晚清,当中国刚刚接触博览会这种新事物时,最为看重的是其扩充贸易和收回利权的经贸功能,将

之视为“商战”(商业竞争)的利器,因此又名之为“赛会”(或“商品赛会”)。如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袁世

凯言:“西人赛会为商务最要关键,为工艺第一战争,洵中国今日亟应举办之端。”①民间士商亦持此见,如
《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谓:“泰西以商立国,其振兴商务有三要焉:以赛会开其始,以公司持其继,以税则要

其终。赛会者,所以利导之也。”②

继之,到20世纪初,时人已将“发展”的内容扩充到博览会对工艺的促进和振兴工商实业的整体性作

用。有人认为,“群知求国之富强,必在工商之发达,而欲求工商之发达,则必自设立赛会始”③。“中国物

产甲于全球,徒以工艺未兴,商情涣散,比诸各国,实有不逮……适当美国有此大会(圣路易斯博览会),亟
应加意讲求,期于工商诸务有所裨益”④。如何才能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呢? 人们认为关键要发挥博览会的

“劝业”功能,因此,1910年在南京召开的首次全国性博览会仿照日本的称呼,被命名为“南洋第一次劝业

会”。所要劝兴之“业”,不再单纯指商业,而是农工商都包括在其中的“实业”。“按劝业二字,在劝全国人

民注意于实业也”。实业之中,数工业为要,而工业之中,又以机械工业为最要。这样,就已经将仿效西方

发展机器工业确定为“劝业”的根本,通过实业(主要是工业)来发展经济的时代诉求已呼之欲出。到1929
年西湖博览会举办时,“实业救国”,即通过工业化而实现现代化发展已成为普遍共识。如西湖博览会的宗

旨确定为“奖励实业,振兴国产,增进民智”,提倡国货,振兴国货,成为西湖博览会最重要的使命:“吾国受

帝国主义者经济之压迫,垂八十年,危亡之秋,迫在眉睫。挽救之道,端在振兴实业,发扬国产。”⑤国货之

中,工业发展与工业品制造则为重中之重:“处近代之潮流,欲求富国裕民之道,非自工业制造不为功。”⑥

近代博览会对发展的追求,不光是物质的,也是精神和观念的。晚清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博览会的功

用,最深远的还在于提高国民的知识素养,即“开民智”。有人指出,西方赛会的功能,系“兴艺学,振商务,开
民智”。“赛会一事,以争工商学业名誉为第一义,以求工商学业来日之进步为第二义”,“无非欲以激发其民

进取之心而已”⑦。开民智的方法,就是要利用博览会上出品的比较、竞争和研究,从而促进民众的竞争意识、
创新意识和进取意识,使“新机新理日出不穷”。到1929年西湖博览会召开之时,如何通过普及科学知识,增
强民众的科学观念,从根本上推动中国工业的发展,已成为当时“开明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有人指出:“近
百年来,欧美科学的猛进,真可说‘一日千里’,种种发明日新月异。而吾国则非特无所发明,甚至连仿造都不

会,岂不是很可惭愧的吗? ……所以总理说‘科学救国’的这句话,是很有经验的,很有价值的。”⑧因此,身处

“科学竞争之时代”,振兴国货的根本,在于通过推广科学教育培养国人的科学观念,使民众掌握求知的利器。
这样,就将“实业救国”与“科学救国”联系到了一起,将物质进步与精神文明发展同步考虑:“博览会之目的,
不仅在振兴实业,提出国货,且负有促进社会文化的责任,使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趋进境。”⑨

时至今日,博览会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趋进境”的初衷并未改变,只是

在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发展、进步的目标各有不同。1933年美国芝加哥世博会首次以“进步的一个世纪”
作为主题;1939年美国纽约世博会以“建设明天的世界”为主题;1970年日本大阪世博会以“人类的进步与

和谐”为主题,首次触及和谐发展的理念;1975年美国斯波坎环境世博会,以“无污染的进步”为主题,涉及

发展与环保问题;2010年上海世博会则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追求城市发展中的低碳环保、可
持续发展,憧憬城市与人、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今天,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最新阶段,又提出了“高质

量发展”与“绿色发展”的概念,并成为若干博览会的新主题,这充分反映了人类追求进步和发展的观念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外交档案”,“各国赛会公会”,02-20-1-1,“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北洋大臣袁世凯文”。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30页。
《论派员至美赛会之宜慎》,《中外日报》1903年8月9日。
《外务部奏请赴美赛会折》,《外交报》1904年第35期。
徐旭东:《西湖博览会筹备之经过》,《东方杂志》第26卷第10期,1929年5月25日。
《工业馆特刊发刊词》,《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第六章,见《中国早期博览会资料汇编》(五),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

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第624页。
《前出使英国大臣汪咨农工商部论办理赛会事宜文》,《东方杂志》1907年第9期。
程文勋:《参考陈列所特刊发刊词》,《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第六章,见《中国早期博览会资料汇编》(五),第628页。
陈德征:《对西湖博览会的感想》,见《中国早期博览会资料汇编》(七),第6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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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代变化而与时俱进、不断自我完善的。
以上三条线索:全球化、本土化、现代化以及相应的“世界”意识、“民族国家”意识和“发展”意识,虽然

贯穿于中国近现代博览会史的始终,但它们又不是完全平行的,而是相互交织,构成了中国博览会史的整

体面相,显示出其发展、运行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走向。每一历史时期,其强调的重点面相和具体内容又不

尽相同,必须结合当时的时代和社会进行深入的分析。
归结而言,一部中国博览会史,就是一部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汇入全球化的历史,也是一部

中国如何认识西方、认识世界,变全球化为其所用,建设独立民族国家,追求自我发展和进步的曲折历史。
正是这两方面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博览会史的全部内涵。因此,在博览会史研究中,我们既要研

究中国如何走向世界、汇入全球化历史进程,也要研究中国如何认识西方和世界,变全球化为己所用,在与

“西方”的纠葛中实现民族化和中国化,追求自我发展和进步的历史过程。
在此意义上,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中国梦”可以说最清晰地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博览会的终极目标和根

本追求。从百年前的“世博梦”到百年后的“中国梦”,这中间毫无疑问有一种历史的联结,这个联结,其实

就是始终不变的“强国梦”,也就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伟大复兴。中国博览会事业中,始终有一种不曾变

化的诉求,即希望通过博览会实现国家强大与民众富足———“国强民富”,使中华民族能够从近代遭受的深

重历史苦难中彻底走出来,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如何描述和展现这种始终不变的终极诉求,揭示

出中国博览会事业的本质特征,则正是这部博览会通史所应承担的学术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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